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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以来，在中国流传着一个关于中朝关系的“历史神话”，即朝鲜是中国

的兄弟国家，与中国有着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。今天，朝鲜的行为和变局是中

国要应对的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。中国要走出朝鲜问题的困境，要掌握在朝鲜

问题上的话语权，就必须对中朝关系的演变过程有一个真实的了解，在战略决策

和社会舆论两个层面破除那个在中国长久流传的“历史神话”。

纵观历史的演变，二战后的中朝关系具有两个明显特征。一是朝鲜历史上曾

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和保护对象，置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制之下。这种朝贡体

系及“天朝”与“外藩”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观念中。

二是中朝国家关系是从中朝两党关系演变而来的。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当年中朝关

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“兄弟”关系，而不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。

实际上，中朝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种种矛盾并经常处于动荡起伏之中。朝

鲜长期摇摆于中苏之间，并非始终如一地尊重和维护中朝“友谊”。从冷战开端、

新中国建立到苏联解体、中韩建交，这种曲折变动的趋势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

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，1945-1949 年。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20 年代，

但两党正式关系的建立则很晚。二战后朝鲜政权的建立由苏联主导，中共中央并

不熟悉金日成等朝鲜政权的主要领导人，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安排的既成的“中

朝关系”。在莫斯科的支持下，金日成稳固了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，并整合了朝

鲜南方的共产党。中共夺取政权后完全接受苏联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安排，与朝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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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党携手合作，双双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。中朝之间“唇齿相依”

的关系，在传统的地缘因素中，又注入了国际共运结构中的“兄弟”元素。

第二阶段，1950-1956 年。在朝鲜战争时期，由于双方对战争目标和作战方

式的想法不同，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，关系十分紧张，绝非表面显现出来的

那样亲密友好。在如何解决朝鲜统一、何时需要中国援助、志愿军由谁指挥、中

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、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、停战时机的掌握等

一系列重大问题上，中朝之间都存在严重分歧。

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，但在战争期间中国往往起到主导作用，

所以，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，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，从而在金日成的心理

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中国人在朝鲜流了很多血，却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

间凝成深厚友谊。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，为了战后继续保持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

权和主导作用，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经济援助。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，主要是在

中国、苏联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。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，

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，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大大超过苏联。金日成对此

十分满意，而在公开场合强调的却是“自力更生”，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。

早在战争后期，金日成便排挤和打压国内各派异己力量，树立其个人统治权

威。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改组领导结构，引起各派反对。苏共二十大

以后，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。延安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，在 1956 年

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，试图利用苏共对金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，迫其下台。

金日成控制局面后，将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，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。毛泽东

对此十分恼怒，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，强迫金日成

收回成命。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，但内心并不接受。中

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。

第三阶段，1957-1965 年。苏共二十大以后，特别是波匈事件后，中共和毛

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盛，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

的领导者。为了建立和扩大与苏联竞争的优势，1957 年底毛泽东改变对金日成

态度，主动承认 1956 年干预朝鲜政局的错误，并表示赞同其国内政策，甚至答

应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。于是中朝关系得以恢复。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，双方

都有意拉拢朝鲜。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；赫鲁晓夫

则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 1956 年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谈话记录。金日成在北京与

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，两边讨好，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

朝鲜在 1961 年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。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

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，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，朝鲜在中苏争斗

的过程中，倒向毛泽东，积极加入对“修正主义”的批判。

. 2 .



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第82期

为了拉住平壤，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，中国从政治利益出

发，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，往往依从朝鲜的主张，

甚至在中朝边界纠纷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，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

主峰和天池的大部划给了朝鲜。此外，毛泽东还一再表示，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

后方，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。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。此

期间韩国政权频繁更迭，无力向北方发起武装挑衅，美国则专注于推动韩国经济

复兴。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朝鲜经济、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安全环境。

第四阶段，1966-1969 年。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，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内外政

策，加大对朝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，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。接着中国爆

发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极“左”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，红卫

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，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，曾向苏联表示决不会

屈从“中国路线”。朝鲜迅速倒向苏联，加入反华大合唱。中朝关系由此一落千丈，

很快便跌入谷底。

第五阶段，1970-1992 年。此期间美朝关系趋向紧张，朝鲜开始寻求中国的

支持。1968-1969 年，朝鲜派突击队员前往青瓦台企图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，扣

押美国“普韦布洛”号间谍船及其船员，击落美国 EC-121 大型侦察机，半岛局

势骤然紧张，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。为此，朝鲜需要得到中国支持，因而主

动提出缓和对华关系。与此同时，珍宝岛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，迫使中国

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，中朝之间遂又逐渐恢复友好关系。

1985 年以后，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，双方又同时加强了对朝援助，而朝鲜

则继续在中苏之间搞平衡。同时，苏联和东欧国家与韩国的关系迅速发展，引起

朝鲜的不满。中韩民间贸易也开始升温，但中国始终坚持在政治上以照顾朝鲜利

益为主。不过，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理念和做法，金日成难以接受，

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。此期间中朝关系显示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。1989 年

苏东政治风波迭起，中朝两国出于共同的危机感，互相支持。面对东欧巨变，金

日成忧心忡忡，多次向中国寻求帮助。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，一时遭受西方孤立，

朝鲜则坚定地对中国表示支持，两国相互鼓励，交往频繁，中国还提供了一度中

断的对朝军事援助。

第六阶段，1992 年以后。中朝关系再次出现转折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

续深入，金日成日益感到不满，特别是 1992 年中韩建交，更使得朝鲜有一种“被

出卖”的感觉。此后中朝关系再次陷入冷淡。尽管表面还保持着政治一致性，但

已是同床异梦，面合心不合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朝鲜在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作为不再

顾及中国的利益和态度，而是利用大国矛盾及中朝同盟关系为其政权的生存和安

全服务，其中最大的举动就是制造“核危机”。尤其是金正日执政以来，在核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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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等事关中国利益的重大问题上，朝鲜没有尊重中国的立场，甚至一再破坏中国

倡导的“六方会谈”机制，悍然进行了两次核试验，同时又不放弃对中国的经济

依赖，想方设法从中国获取维持生存的援助。朝鲜这种行为在金正恩继位后并未

改变，而是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，继续在“核危机”赌博中利用中国的援助，挑

战中国的外交底线。

纵观半个多世纪中朝关系变迁过程，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征：

第一，中朝关系在国家和领导人层面并非表现为牢不可破的“鲜血凝成的战

斗友谊”，所谓“唇齿相依”的联盟也是形式大于内容。朝鲜战争期间的矛盾自

不必言，即使在关系最好的 1962-65 年和 1989-92 年，朝鲜也没有真正做到对

中国以诚相待，而是始终以自己政权的利益至上。朝鲜并非像外界估计那样在中

国的控制之下，除了朝鲜战争后短短几年里中国曾试图通过政治干预影响朝鲜外，

长时间执行的都是安抚政策。

第二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中朝关系笼罩在中苏矛盾和分裂的阴影下。金日成在

中苏之间朝秦暮楚，左右逢源，巧妙地利用两个大国的分歧，捞取好处。从朝鲜

的历史和民族特性看，在某一时段依附和追随某一大国的“事大主义”始终是朝

鲜对外交往的特征。尽管金日成提出“主体思想”，宣扬自力更生的对外方针和

发展路线，但金日成时而针对苏联，时而针对中国，利用这一口号取得其统治的

合法性，掩盖了两面讨好获取利益的真相。

第三，面对中朝关系，毛泽东既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——

对周边小国都要宽容并给以保护，又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——对亚

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。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处理边界和移民等问

题上。

第四，正是出于大国领袖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主观意识，中国领导人，特别

是毛泽东，在对外发表言论时，往往随心所欲，没有认真考虑后果，以至陷入被

动。如毛泽东经常提出东北在战时就是朝鲜的后方；周恩来在检讨大国沙文主义

时，强调中国在古代侵略了朝鲜，朝鲜民族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辽河、松花江流域

居住，镜泊湖附近还有渤海国的古迹，结果给金日成父子觊觎东北留下话柄。这

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，当年中朝关系带有传统社会及国际共运“家庭关系”的许

多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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